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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自上而下的环境问责和自下而上的环境投诉之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当前环境治理创新的显著特征。这种良性互

动不仅改善了环境治理的客观绩效，还影响了公众环境满意度，提升了环境治理的主观绩效。文章利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５）调查数据实证检

验了社会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和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认知或判断，对其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公

众对环境问责的认知是否强化了其对环境投诉的判断，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发现：①公众认为环境问责越是有

力，环境治理满意度越高，认为环境投诉越是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也越高。②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还在其对环境问责

是否有力的认知与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③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前述中介效应在城乡居民间存在差异性。相

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环境治理满意度更直接依赖于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环境投诉有效性的判断未发挥中介作用，这或许

与农村居民环境投诉经验不足有关。文章建议在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加强环境问责力度的同时，还应引进柔性治理技术，推进公

众环境参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增强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改善环境治理主观绩效。文章

还建议，中国在环境治理、反腐败斗争等领域探索出的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良性互动的经验，还可以推广至社会治理的其他领域，实

现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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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环境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在大气治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

已经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之路。一方面广

泛宣传“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这不仅改变了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也影响着全社

会的环境意识；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强化信

息公开，拓宽公共参与渠道，在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互

动中层层压实环境保护责任。相继修改《环境保护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建立党政领

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问责制等，国家监督越来越紧；各级

环保监管部门也主动公开环境举报电话和邮箱、开展环境

污染“随手拍”等活动，一些环保公益组织还利用新媒体

搭建信息平台，方便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投诉举报监

督，社会监督日趋活跃。群众的投诉举报等社会监督为国

家监督提供了大量的“地方知识”，使得国家监督更为精

准有力，进而落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增加企业

环境违规违法行为成本［１－２］，倒逼地方政府和企业增加环

境治理投资、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治理绩效。可以

说，中国环境治理特别是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绩，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良性互动功不可没。

中国环境治理实践中自然衍生出一个命题，即自上而

下的国家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及其之间的良性互

动，是否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满意度？

现有文献有以个案研究分析环境投诉及其在环境治理中

的作用［３－４］；有以环境统计部门定期公布的环境投诉、信

访数据，评估公众环境投诉对地方政府环境投资［５］、环境

监管强度［１］、环境治理绩效等的影响；还有基于微博论坛

等上的文本内容，构建衡量公众对环境投诉或对环境关注

程度的指标，解析它们对于城市环境治理的推动

机制［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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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如果公众相信政

府领导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造成环境恶化将会被上级问

责，那么他们对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更满意；如果公众相

信政府对涉及环境违规违法行为的举报，会及时给与有效

的回应与落实，那么他们也会更加认可政府的环境治理工

作。研究还发现，公众越是相信政府领导对环境治理不力

而被问责，则会更加相信社会监督渠道畅通有效，对政府

环境治理的满意度也会更高。即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

效的判断，在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与环境治理满意

度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上述中介效

应在城市居民中效果显著，而在农村居民中不显著。探讨

人们对环境治理领域的国家监督、社会监督的主观认识如

何影响其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将有助于人们更好

地理解环境治理满意度。本文以微观的社会调查数据，分

析人们对环境问责、环境投诉等的个人主观感知对环境治

理满意度的作用机理，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同时，

本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认识，拓展了学界

对公众参与、环境投诉的研究。

１　制度创新与研究假设

随着公共服务绩效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学术界目

前已经形成了两种评估模式。一是重视成本效益分析等

客观信息的客观绩效模式；二是强调满意度等公众主观判

断的主观绩效模式［８－９］。忽视公共主观绩效，可能会丧失

公共价值［９］。本文因此沿着第二种评估模式，基于中国环

境治理创新实践，着重回答了人们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

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感知是如何影响其对政府环境治理

工作满意度的。

１．１　环境问责与环境治理满意度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确立，中国相继出台了《环境保

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法

律法规和行动规划，特别是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环境保护督察条例》《环境保护部

约谈暂行办法》等党规党纪和部门规章，推动地方落实环

境保护主体责任。据统计，刚结束的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

就问责了 １０３５人，其中厅级干部 ２１８人，处级干部 ５７１

人。环境问责已成为确保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不可或

缺且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

学术界常常将环境规制当作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外

在动力，认为环境问责有利于改善环境治理客观绩效，但

对主观绩效的研究尚欠缺。吴建南等［１０］利用省级面板数

据分析了政府环境考核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认为自上

而下的环境考核与监管具有良好的治理效果。Ｗａｎｇ和

Ｄｉ［２］基于地区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对中国８５个乡镇的

研究，发现来自上级政府和辖区公众的压力将促使地方政

府加强环境规制并提供更多的环境服务。在主观绩效方

面，我们乐见陈卫东和杨若愚［１１］利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数据，

实证分析了政府监管和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

响。研究表明，无论是环保问责力度还是环境治理法治化

水平都对环境治理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众参与

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性也会显著地促进环境治理满意度的

提升，且后者的显著性高于前者。从满意度模型来看，本

文认为这背后的逻辑或许与政府形象或公众对政府的信

任有关。如果政府在治理环境问题方面的行为失范，不能

得到及时纠正，显然难以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１２］。换

言之，如果公众相信在环境治理中失职不力的地方官员会

被问责，则更加认可他们的环境治理工作，满意度也会越

高。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并在稳健性检验中

增加政府形象方面的变量给予佐证。

假设Ｈ１：公众越是认为环境问责有力，环境治理满意

度越高。

１．２　环境投诉与环境治理满意度

在国家监督这一环保“紧箍咒”越来越紧的同时，来

自公众的社会监督也日趋活跃。自下而上的环境投诉为

自上而下的环境问责提供了必要的“地方知识”，在监督

上的“上下齐动”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

的新特征。据统计，２０１８年全国“１２３６９环保举报联网管

理平台”共接到公众举报７１０１１７件，同比增长１４．７％，其

中电话举报 ３６５３６１件，微信举报 ２５００８３件，网上举报

８０７７１件［１３］。广大群众利用通畅有效的社会监督渠道，为

打击环境违规违法行为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使得国家监督

精准发力、有的放矢。

已有文献对环境投诉的环境治理效应进行了实证检

验，肯定了环境投诉对于推动地区环境治理客观绩效的积

极作用。例如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等［１４］、Ｗａｒｗｉｃｋ等［３］等指出，公众

环境投诉、信访能为监管者提供有效信息并降低监管成

本，上级政府能够利用民众提供的信息，通过问责机制激

励下级政府更好地为当地公众服务。Ｌｕ和 Ｔｓａｉ［５］发现政

府官员担心公众对环境的投诉影响社会稳定，因而增加环

境治理支出，改善环境质量。Ｗａｎｇ和Ｗｈｅｅｌｅｒ［１］通过对中

国３０００家企业数据的分析发现，在公众环境投诉越多的

地区，政府对企业的排污费征收强度越高。郑思齐等［６］利

用中国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８６个城市的数据，证实了较高的公

众环保诉求会推动地方政府通过环境治理投资、调整产业

结构来改善地区环境，并促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提

前到来。杨瑞龙等［１５］的研究发现，公众环保诉求的增强

能显著改善地区环境质量。当然并非所有的研究都如此

乐观。比如李永友和沈坤荣［１７］发现，民众环境投诉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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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更严格的环保执法起到推动作用。

与上述研究视角不同的是，本文尝试分析公众对环境

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是如何影响环境治理工作满意度的。

从满意度模型来看，其中的作用机制也离不开信任等主观

认识。例如学者们常常用信任、规范、网络等指标来衡量

社会资本，基于这一基本框架，万建香和梅国平［１７］在探究

社会资本是否对环境保护有促进作用时，使用群众环境来

信来访数衡量公众的环保参与度，并发现公众环保参与有

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

“共赢”，从而构建了环境投诉对环境保护的作用路径。

另外，一些学者强调公众参与不仅是实现民主和实施“善

治”的传统方式，也是环境治理工具的重要补充，与其他政

策性工具相得益彰［１８］。具体而言，公众参与环境事务还

为当事各方提供了一个渠道来表达诉求、交流信息、讨论

环境后果，进而减轻社会误解以及误解所带来的损失［１９］。

这里强调的“善治”或“减轻误解”，很大程度上也是从社

会心理的视角定性分析公众参与的深层价值。鉴于此，本

文提出如下的基本假设。

假设Ｈ２：公众越是认为环境投诉有效，环境治理满意

度越高。

１．３　环境问责、环境投诉与环境治理满意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自然衍生出一个新的命题，

即那些认为环境问责力度越大的公众，是不是更相信环境

投诉通畅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是不是因此会更高？在中

介效应模型语境下，该命题即为公众对环境投诉通畅有效

的判断在对环境问责的认知与环境满意度之间具有多大

程度的中介效应。学术界尚未有针对性的研究，但也不无

论及此话题。例如陈文斌和王晶［２０］指出，政府在环境方

面的“自我管制”，能够引导公众的“生态美德”，鼓励社会

参与环境协同治理。加强监督以规范权力行使有助于提

高行政相对人的满意度，几乎已被当作常识，但王福涛

等［２１］指出，若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缺乏实质性回应，反

而会引起行政相对人更大的不满。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

的基本假设，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给予验证。

假设Ｈ３ａ：公众越是认为环境问责有力，越相信环境

投诉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也越高。

另外，值得关注的两个城乡有别现象。一是我国的城

乡二元体制不仅导致城市和农村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差异拉大，在生态建设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出现了“城市环境好转，农村环境恶化”的现象。这可能

是因为在中央政府将环境指标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

后，重污染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２２］。二是就环境污染问

题，城乡居民的态度或行为也是不一样的。聂伟［２３］利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

市居民对于环境关心程度远高于农村居民，并且农村居民

大多只是关注环境的直接效果，而城市居民掌握更多环境

知识，更愿意采取行动解决环境问题。马戎和郭建如［２４］

的调查还显示，城市受访者会认为自身在环保问题方面可

以发挥更大作用，向政府反映身边环境问题的比例会更

高，而农村受访者的比例则偏低。Ｚｈａｎｇ等［２５］还指出，由

于农村地区特别是中国西部偏远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人

力资本等都很低，他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与其他地区居

民的差异明显。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的基本假设。

假设Ｈ３ｂ：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和对环境

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对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存在

城乡差异。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综合调查（Ｃｈｉｎ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ＣＧＳＳ）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

目，始于２００３年。该调查系统、全面地收集了社区、家庭、

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调查覆盖全国 ２８个省市自治区、

１００００多户家庭，不仅包括诸多个人特征的数据，还包括

诸如法律、环保、节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调查数据，现已

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数据来源。本文使用２０１５年

ＣＧＳＳ调查数据（简称ＣＧＳＳ（２０１５））。受访者年龄分布在

１８～９５岁之间。其中６０岁以下占比７２．４６％，６０岁以上

老年受访者占比２７．５５％。从受教育水平来看，１７．１４％的

受访者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８２．８６％的受访者接受过

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从居住地来看，受访人群在城市和

农村区域的分布较均匀，城市有 １６９０个样本，农村有

１１３９个样本。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２．２　变量选取

本文考察的核心变量是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

认知、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以及公众环境治理满

意度。其中，环境治理满意度（Ｓａｔｉｓｆｉｃｔｉｏｎ）作为被解释变

量，该变量对应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５）问题Ｂ１５８，即“您对政府环

境治理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对应有“非常满意”“满意”

“非常不满意”等五个选支。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

判断（简称“环境投诉”，记为“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是本文的一个

重要解释变量，对应ＣＧＳＳ（２０１５）问题Ｆ９，即“如果在您家

附近有一家企业违反规定排放废气或污水，严重损害居民

健康。如果向有关部门举报这件事，政府会如何处理？”对

应有“政府根本就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政府会立即派

人来调查处理”等四个选支；公众对政府环境问责力度的

认知（简称“环境问责”，记为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是本文另

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对应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问题 Ｆ２５３。即“政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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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领导片面追求产值，对企业排污疏于监管，造成环境恶

化是否会被问责？”有“很少”“通常”“总是”等五个选支。

本文还结合顾客满意度模型，并借鉴吴建南等［１０］、陈

卫东和杨若愚［１１］、Ｚｈａｎｇ等［２５］等的做法，挑选了一些控制

变量。具体包括以下两类：一是包括受访者的个体特质，

如性别、年龄、学历、社会地位、所在区域、个人收入、政治

面貌以及健康状况等。二是包括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如

受访者所在省份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工业废气二氧化硫含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

量。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剔除ＣＧＳＳ（２０１５）中“无法回答”

“拒绝回答”等无效样本，最后获得有效样本２８２９个。相

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为更清晰地了解核心变量的关系，本文进行了更细

致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２。按照环境治理满意度来分

组，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非常满意”和“满意”的被访

者占总样本量的 ４７．３３％，而认为“一般”以及“不满

意”的占５２．６７％。按照政府对环境问题举报的处理情

况来分组，认为政府会立即或很快派人来调查处理的

占１７．２８％，相信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但会拖延的占

７３．３９％，而认为政府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的占

９．３３％。按照政府对环境违法违纪行为的问责处罚来

划分，认为政府环境治理失职不力“基本上”或者“通

常”会被处罚的占５１．０１％，认为“很少”或者“有时”会

被处罚的占４８．９９％。

２．３　模型构建

根据前述研究假设，本文首先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分

别考察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和对环境问责是

否有力的认知，如何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其中，Ｘｉｊ代表

个体控制变量的集合，Ｄｊ表示地区污染变量的集合，εｉ为

随机误差项。

Ｓａｔｉｓｆｉｃｔｉｏｎ＝α０＋α１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α２Ｘｉｊ＋α３Ｄｊ＋εｉ
（１）

Ｓａｔｉｓｆｉｃｔｉｏｎ＝β０＋β１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β２Ｘｉｊ＋β３Ｄｊ＋εｉ
（２）

同时，为考察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是不是

作为中介变量，使得对政府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进而

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本文借鉴 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ｎｙ［２６］的研
究，在模型（２）的基础上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γ０＋γ１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γ２Ｘｉｊ＋γ３Ｄｊ＋εｉ
（３）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环境满意度，取原值的相反数 ２８２９ －２．７１ ０．９１５ －５ －１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环境问责是否有力，取原值 ２８２９ ２．６１５ １．１１６ １ ５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环境投诉是否有效，取原值 ２８２９ ２．６０８ ０．９１８ １ ５

Ａｒｅａ
区域，即城市或农村，城市区域赋值为１，农村区域

赋值为０
２８２９ ０．５９７ ０．４９１ ０ １

Ａｇｅ 年龄 ２８２９ ４９．２ １６．８１６ １８ ９５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教育水平，本专科以上学历赋值为１，以下赋值为０ ２８２９ ０．１７２ ０．３７７ ０ １

Ｐｏｌｉｔｉｃ 政治面貌，党员、民主党派等赋值为１，其他赋值为０ ２８２９ ０．１０６ ０．３０８ ０ １

Ｈｅａｌｔｈ 健康状况，数值越大，越健康 ２８２９ ３．６６１ １．０６０ １ ５

Ｓｏｃｉａｌ＿ｒａｎｋ 社会地位，数值越高，社会地位越高 ２８２９ ４．２９５ １．６１７ １ １０

Ｐｅｒ＿ｉｎｃｏｍｅ 个人收入，取自然对数 ２８２９ ６．６５６ ４．７０９ ０ １４．５０９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男性赋值为１，女性为０ ２８２９ ０．４８１ ０．５ ０ １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ｇａｓ 所在省份工业废气排放量（取对数） ２８２９ ９．８８８ ０．７０８ ８．２１０ １１．２７２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ＳＯ２ 工业废气二氧化硫含量（取对数） ２８２９ １２．９７４ ０．９１ １０．００２ １４．０１５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ｗａｔｅｒ 工业废水排放量（取对数） ２８２９ １１．０２０ ０．８１６ ９．０５３ １２．２３８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ｄｕｓｔ 工业烟尘排放量（取对数） ２８２９ １６．８２６ ０．８９６ １４．１９５ １８．０７４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ｗａｓｔｅ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取对数） ２８２９ ８．９６８ ０．９３５ ６．５６５ １０．４７４

　　数据来源：个体层面控制变量来自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调查问卷；地区层面控制变量来自中国环境保护数据库ｈｔｔｐ：／／ｈｂｋ．ｃｅｉ．ｃｎ／ａｓｐｘ／Ｌｅｆｔ＿ＤＢ．

ａｓｐｘ？ＩＤ＝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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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ｔｉｓｆｉｃｔｉｏｎ＝δ０＋δ１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δ２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δ３Ｘｉｊ＋δ４Ｄｊ＋εｉ （４）

其中，β１表示公众就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对环境

治理满意度的总效应；γ１表示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

判断这一中介变量的效应；δ１表示环境投诉中介变量对环

境治理满意度的效应；δ２表示环境问责对公众环境满意度

的效应。中介效应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与上述模型（１）和

（２）的控制变量相同，εｉ为随机误差项。

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本文采用逐步检验法进行检

验。按照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７］提出的检验流程，依次检验系

数β１、γ１、δ１及γ３的显著性。当γ１、δ１的系数至少有一

个不显著时，需要构建 Ｓｏｂｅｌ统计量进行检验。本研究所

涉及变量为类别变量，适用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回归，因此本文

借鉴Ｌａｃｏｂｕｃｃｉ［２８］的研究，构建Ｚ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统计量：

（５）

若Ｚ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６，则证明中介效应存在。

　　简而言之，本文通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７］提出的

表２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分组 样本量
样本

占比／％

Ｓａｔｉｓｆｉｃｔｉｏｎ
环境治理满

意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１４１

１１９８

９２１

４７７

９２

４．９８

４２．３５

３２．５６

１６．８６

３．２５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对于环境问

题的举报，政

府是否会处

理

政府会立即派人调

查处理

政府会很快派人调

查处理

政府会派人调查处

理，但不是很快

政府会派人调查处

理，但会拖很久

政府根本不会派人

来调查处理

５１

４３８

９５５

１１２１

２６４

１．８

１５．４８

３３．７６

３９．６３

９．３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官员片面追

求经济增长，

造成环境恶

化，是否会被

问责

总是

通常

基本上

有时

很少

１１４

５７７

７５２

８７９

５０７

４．０３

２０．４０

２６．５８

３１．０７

１７．９２

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和Ｌａｃｏｂｕｃｃｉ［２８］检验多分类变量中介效

应的方法，结合李莹和吕光明［２９］的研究，使用如下检验流

程：①检验系数 β１，验证主效应是否存在。若不显著，则

停止检验，说明不存在中介效应；若显著，则进入下一步。

②检验系数γ１、δ１的显著性。第一种情况是，两者中至少

有一个不显著，则使用 Ｌａｃｏｂｕｃｃｉ法进行检验，若不显著，

则中介效应不存在；若显著，则进入下一步，考察系数δ２的

显著性。第二种情况是，γ１、δ１均显著，也将进入下一步。

③若δ２显著，则根据γ１、δ１、δ２的正负号，判断是部分中介

效应抑或遮掩效应；若δ２不显著，判断为完全中介效应。

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根据研究设计并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软件，首先依次分

析了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和对环境问责是否

有力的认知是如何影响环境治理满意的，其次进行中介效

应检验，分析公众对于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会不会通

过影响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进而间接影响环

境治理满意度。

３．１　基准回归

首先基于模型（１）（２）进行基准回归。由于本文研究

核心变量为离散的有序变量，变量取值具有固定的顺序和

含义，因此相较ＯＬＳ估计方法，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回归更适用。

基准回归的结果见表３。

第（１）列和第（４）列只是分别检验了对环境投诉是否有

效的判断和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对环境治理满意度

的影响，其他各列分别又加入了个体特征变量和地区环境

污染变量。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的系数一

直为正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公众越是认为政

府会及时调查处理环境投诉，环境治理满意度就会越高。

变量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的系数一直为正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说明公众越是认为地方领导环境失职将被问责，环

境治理满意度也会越高。从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来看，个

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年龄、教育水平以及所在区域的系数始

终较为显著。年龄与环境治理满意度呈正相关，表明年龄

越大的居民环境满意度越高，这可能是由于年龄大的居民

相比年龄小的居民拥有更宽容的心态；教育水平与环境满

意度成负相关，表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群对环境更加敏感，环境满意度也越低；受访者所在区域

与环境满意度呈负相关，城区往往比农村区域的环境问题

更加严重，因而生活在城市中的受访者也往往更加关心环

境的质量，环境治理满意度也会越低。

３．２　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会不会改善

公众对环境投诉的判断，进而提升环境治理满意度，按照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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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环境治理满意度）

变量

Ｍｏｄｅｌ（１）

（１） （２） （３）

Ｍｏｄｅｌ（２）

（４） （５） （６）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０．３９４

（０．０３９）

０．３９７

（０．０４０）

０．４０６

（０．０４０）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１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１３２

（０．０３２）

Ａｇｅ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２）

Ｐｏｌｉｔｉｃ
－０．０５５

（０．１２３）

－０．０８８

（０．１２４）

－０．０４７

（０．１２２）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３）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７）

Ｓｏｃｉａｌ＿ｒａｎｋ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３）

Ｐｅｒ＿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５０９

（０．１０６）

－０．４７０

（０．１０９）

－０．４６７

（０．１０８）

－０．４３５

（０．１０７）

Ａｒｅａ
－０．５６５

（０．０７７）

－０．４６９

（０．０８０）

－０．５６４

（０．０７６）

－０．４８０

（０．０８０）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ｇａｓ
－０．０２５

（０．１６１）

－０．００２

（０．１６０）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ＳＯ２
０．２１５

（０．１４２）

０．１９５

（０．１４１）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ｗａｔｅｒ
－０．５８９

（０．１０２）

－０．４６１

（０．１０２）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ｄｕｓｔ
０．３５５

（０．１７２）

０．３７１

（０．１７１）

Ｌｎｐｏｌｌｕｔｗａｓｔｅ
－０．１６４

（０．０８７）

－０．１８８

（０．０８７）

Ｎ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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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对模型（２）（３）（４）进行回归，

检验系数β１、γ１、δ１及δ２的显著性，考察中介变量效应。回

归结果详见表４。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主要变量系数β１ ＝０．１２９、γ１ ＝

０．１０１、δ１＝０．３９９及δ２＝０．１１３，且都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按照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可以认为Ａｃｃｏｕｔａｂｉｌｉｔｙ这一变量

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可

以通过影响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进而影响公众

环境治理满意度。换言之，政府对环境方面违纪违法行为的

问责处理，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众对于政府治理行为的认同

感，公众会相信参与监督与反馈的途径有效，从而提升了环境

治理满意度。

３．３　城乡异质性分析

在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城市与乡村在公共

服务方面的较大差异，使得我们不能对环境满意度的考察

一概而论。因而，有必要对城市和乡村两组样本进行分别

检验。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与中介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受访

者所处区域对于环境治理满意度影响较显著。类似的，基

于中介检验模型考察在城市和农村两个样本中的中介效

应是否显著以及是否存在差异，详见表５。

从表５对中介模型的分组样本回归来看，在城市组中

控制个体特征变量和地区环境污染变量后，中介效应依然

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公众对政府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

知，一定程度上对举报渠道是否有效的判断这一中介变量

来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然而，在农村组别中，模型（３）的

变量系数不再显著（详见表５列（５）），根据中介效应检验

流程，当γ１、δ１的系数至少有一个不显著时，需要构建 Ｚ

值统计量。经检验，Ｚ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０．５６６３＜１．９６，即认为公众

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在农村组中没有发挥中介效

应。因而公众对政府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判断对环境治

表４　中介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Ｍｏｄｅｌ（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３）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０．３９９

（０．０４０）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１２９

（０．０３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３２）

个体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污染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６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理满意度的影响是直接的，未通过中介变量发挥作用。

正如Ｚｈａｎｇ等［２５］指出，由于汽车尾气排放和现代工业

的集聚，使得城市居民可能更为关注环境污染。类似地，

对上述差异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城市和农村在公众参与的

途径、方式的便捷度和多样性上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公众

越认为环境问题的监督渠道畅通有效，越是能提升他们的

环境治理满意度，而农村中监督互动的渠道较为缺乏，公

众环境满意度的提升更多依赖于政府直接的环境问责。

３．４　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本研究的可靠性和可信性，通过两种方法进行

检验：①首先替换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有研究者认

为，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与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估计方法没有优

劣之分，而且ＯＬＳ解释能力更强，因而本文采用 ＯＬＳ回归

方法对模型回归结果进行再次检验。②将对环境问责是

否有力的判断这一变量替换为ＣＧＳＳ（２０１５）调查问卷中的

问题 Ｆ９，即“违反党规党纪的问题是否都受到了严肃处

理？”（记为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该变量可认为包含了政府环境监

管问责。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６和表７。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更换变量还是更换回归

方法，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是稳健的，主要变量的系数尽管

大小存在差异，但是符号始终一致，并且在１％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４　结论与启示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秉承“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的理念，努力打造形成有为政府、成熟社会和现代公

民共同治理的格局［３０］。在此社会治理框架下，中国未来环

境治理模式将包含：政府严格的环境规制、企业绿色的生

产发展和公众广泛的环境参与。当前，政府已经行动、企

业已在路上，公众参与的自觉性也有所提高。本文紧扣中

国环境治理的实践，从环境治理的主观绩效入手，实证检

验了当前环境治理创新对公众环境满意度的影响，不仅拓

展了人们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现实意义的认识，而且为

今后推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提供了

理论支持。简而言之，公众环境满意度是一种心理活动，

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不仅要加大环境保护投入、改进环境

治理客观绩效，同时也要根据公众心理活动特征，在政策

实施过程中重视交流互动、信息公开等柔性技术的推广运

用，增进公众环境满意度，提升环境治理主观绩效。

第一，进一步通畅公共参与渠道。作为一种治理工

具，公众参与环境事务同环境监测、环保督查、环保问责等

其他政策性工具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是环境治理取得长

足进步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环境治理、

反腐败斗争还是其他领域的治理创新，引入社会监督、借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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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中介模型分样本检验

变量

城市

（１）Ｍｏｄｅｌ（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３）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农村

Ｍｏｄｅｌ（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３）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０．４２２

（０．０５３）

０．３７４

（０．０６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１３１

（０．０４０）

０．１５３

（０．０４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１）

０．１４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２）

０．１４４

（０．０５４）

个体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污染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６９０ １６９０ １６９０ １１３９ １１３９ １１３９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９

　　注：、分别表示在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表６　稳健性检验：ＯＬＳ回归

变量

基准模型

Ｍｏｄｅｌ（１）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中介模型

Ｍｏｄｅｌ（３）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０．１７６

（０．０１８）

０．１７３

（０．０１８）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５）

个体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污染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８ ０．１０８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表７　稳健性检验：替换变量

变量

基准模型

Ｍｏｄｅｌ（１）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中介模型

Ｍｏｄｅｌ（３）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０．３９４

（０．０３９）

０．３３６

（０．０４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０．３０１

（０．０３５）

０．５３８

（０．０３６）

０．２２６

（０．０３７）

个体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污染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２８２９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０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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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方知识，是国家监督能够有的放矢的保障。中国环境

治理已从大气污染防治，到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等纵深领域推进，也是从显性污染治理向隐性污染治理

的迈进，国家监督更是需要社会监督为其提供地方知识。

因此需要进一步通畅公共参与渠道，激发和利用人们对于

环境破坏行为的举报揭发的政治美德。

第二，进一步加大环境问责力度。本文研究显示，公

众对国家监督强度的认知以及对环境管理部门形象的认

知，都会影响到他们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满意度。这一

判断与公共参与相关理论的预测是一致的。但本文数据

显示，近三分之一的被访对象认为官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

造成环境恶化“有时”会被问责，近五分之一的被访对象甚

至认为“很少”会被问责。本文就城乡异质性的中介效应

分析还显示，农村组的公众对政府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判

断未能影响他们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进而影响环

境治理满意度。简言之，尽管中国国家监督这一环保“紧

箍咒”越来越紧，但尚未获得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同。中国

环境治理任务依然繁重，很难在短时期内释放长期形成的

环境污染压力，但进一步加强环境问责力度，在公众中形

成国家监督恰当得力、公务人员廉洁勤政，这都有助于赢

得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等工作的支持和认可。本文的中

介效应分析还显示，政府对自身加压，还可以进一步激发

群众参与，集聚更多环境治理力量。

第三，进一步推广环境治理经验。环境治理只是中国

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在环境治理领域的成功做法和先进

经验同样可以推及社会治理的其他领域，从而提升公众对

政府的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的满意

度。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从本质上

讲都属于公共品的范畴，由于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特征，

市场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政府责无旁贷地成为这些

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但从新近的强互惠理论研究成果

来看，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人类形成了关心集体、关注他

人的亲社会特质，在环境保护领域则表现为环保社会人。

政府在提供各类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加强与社会的互动，

树立良好政府形象，赢得公众广泛信任，从而更充分调动

公众的这种亲社会特质，引导全社会参与到公共产品与公

共服务的共建共管进程中来，最终形成公共产品与公共服

务共享的良好局面。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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